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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定量研究的兴起是当代汉语语言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它把对语言规律与特点的阐述融于对大批量语料的定量分析之中，使语言研究更富于客观性、科学性，语言的一些本质特征更容易凸现出来。本文详细论述了定量分析方法在汉语词汇学中推广运用的历史背景与使用特点：对汉语研究史中“例不十，不立法”传统的继承与光大；以专书研究为计量研究崛起的主要标志；以词量为定量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正处在由手工统计向语料库使用的转换时期。提出在词汇定量研究中要注意的三个要点。文章最后对《语言学方法论》中把定量方法等同于实验方法的观点作出了商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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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词汇计量研究的形成与运用

语言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就是通过对语料进行数的反映，以达到认识语言规律和特点的作法。定量研究方法认为，事物的质与量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质存在于量之中，量反映质，重要的语言现象都会以较多的量的形式表现出来。80年代以来，加强定量研究的倡导在汉语词汇学界得到很好的呼应。第一部有着严格统计学意义上的反映词量、词长、词汇分布、词语构成等断代词汇状况的数据词典《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于1986年正式出版。[1]先后还出版了一些大型词汇统计数据资料书。[2][3]但定量研究方法对汉语词汇研究产生更大影响的还不是几部词汇数据词典的出版，而是它在专业工作者的实践工作中日益受到重视，并得到应用。几千年来的汉语词汇研究传统，都是以具体词语词义为主要对象，以考释为主要目的，以研究者的主观感悟为主要手段。到现代，虽然重视了对词汇整体的理论属性的探讨，逐渐摆脱了专注于具体词义的考释性研究的旧格局，但在研究手段上却一直没有大的改变，靠的仍是研究者个人的语感，靠的是个人所熟悉的部分语料。因此，定量研究方法的引进与推广，在当代词汇研究中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
汉语词汇定量方法的应用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学术背景与表现形式：
1，对“例不十，不立法”传统的继承与光大。
汉语言学界一直流行着“让材料说话”的观点，特别强调对语言材料的充分占有。不说空话，不作无根底的文章，成为长期以来评判语言学论文的一条不成文的，却几乎至高无上的标准。如方言学中的词汇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只要收集到了方言词语，并略加甄别，就能受到录用、肯定。“让材料说话”铸成了汉语言学界特有的求实之风。在20世纪中前期，它一直是对汉语研究者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在语料挖掘与理论概括之间有着一句流传面很广的名言：“例不十，不立法”。王力先生对此很推崇，把它作为汉语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加以论述：“所谓区别一般和特殊，那是辩证法的原理之一。这里我们指的是黎锦熙先生所谓的‘例不十，不立法’。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就是‘例外不十，法不破’。我们寻觅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不免要遭遇一些例外。但如果只有个别的例外，绝对不能破坏一般的规律。古人之所以不相信‘孤证’，就是这个道理。”[4](P19)这里的“十”还不是定量，只是从谨慎立论的角度来说，却含有明显的以“量”取胜的意思。不以孤证立论，根据语料的多少立论，这就是汉语研究中最朴素的量的观念，它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种潜意识与自觉行为。
2，以专书研究为计量研究崛起的主要标志。
	言语材料的无限，使得语言研究要实行量化总会面临舍取难处的尴尬，这就很自然使人们转而考虑选取既容纳有相当言语材料，又有一定时代和语言特征的专书。符合这两个要求的当然首先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汉语史各个阶段的书籍，如《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之于先秦、《史记》《汉书》《论衡》之于两汉、《世说新语》之于魏晋南北朝等。因此，重视专书研究的作法首先在汉语史学界流传开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左传》《史书》研究专家何乐士先生的一段回忆，颇为真实地记载了这一风气之端起：
数十年我们的师辈一直不间断地倡导专书研究。拿我亲身感受而言，60年代初，陆志韦先生就亲自带领我们投身这项工作。吕叔湘先生在担任语言所所长期间曾不止一次对古汉语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强调，汉语史研究应以专书研究作为基础。1979年他在写给古汉语研究人员的一份建议书中写道：“要对古代汉语进行科学的研究，就要注意时代和地区的差别。对这些差别，现在还只有一些零碎的认识，还缺少系统地探索的成果。要进行研究，现在还只能先拿一部一部的书做单位，一方面在同一作品中找规律，一方面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就一个个问题进行比较。”丁声树先生生前也一再教导我们说，那种任意选取例句的作法不能科学地总结规律，应对专书进行穷尽的调查研究。[5]
	专书研究的风气真正刮起来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这时各个历史阶段的专书都陆续有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们努力于反映该书的词汇整体面貌，如何乐士的《左传》《史记》研究、[6]张双棣的《吕氏春秋》研究[7]、毛远明的《左传》[8]研究等。张双棣先生这样描绘了《吕氏春秋》的词汇概况：“全书有单音词2972个，复音词2017个，总共近五千词。单音词中，名词最多，达1371个，动词次之，有1298个，形容词又次之，有464个，其他类词共有272个。从这个数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吕氏春秋》中动词的数量很大而形容词的数量相对小得多，这与《吕氏春秋》的语言风格关系很大。”[7]这已经是相当严格的定量研究了。尽管学者们大多依靠的是手工操作，语料统计数字还难保绝对的准确，但从数量的多少来看词汇的结构规律，已成为一条基本准则。
	而放眼于近代汉语、敦煌学、佛教词汇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中展开的其它词汇专题的定量研究，成果更是蔚为可观。这些专题性的词汇定量研究论文都采用了统计的方法。如程湘清先生的《先秦双音词研究》：“上述词语共615个，其中最多的是指人，指事物、指时地的名词语，共386个，占全部词语的62.76%；其次是指动作、行为或变化的动词语，共139个，占22.6%；再次是指人和事物的性质、状态的形容词语，共90个，占14.64%。从结构上看，绝大多数是运用语法手段词序的特点构成的，共586个，其中居首位的是并列式，共307个，占52.4%。”[9]程文作于80年代初，他所作的定量工作在当时算是相当彻底的。它的彻底性与同时代的论文稍作对比就可看得很清楚，如另一篇论文：“本文对《史记》《汉书》《论衡》三部著作中的复音实词作了全面的观察研究。我们把重点放在汉代用而现代汉语还在用的那些复音词上，这些复音词的构词格式我们全部写入了本文。汉代用而现代不用的那些实词，它们的构词格式和前者基本上相同，我们只是将这些词中的一部分写入了本文。”[10]尽管这里统计了汉代三种书的所有词语，但后续的定量工作没有跟上，因此文中仍处处可见“很少见到”“才慢慢多起来”“大部分”“较少”类的词语。这样的作法显然离定量研究还有很大的距离。
	定量研究的方法，对词汇研究有其特别的便利之处。因为词汇的独立性比较强，形式化工作做起来比较容易，定量的结果有形可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不断有学者特别呼吁加强词汇的定量研究。“如果不作定量分析，就很难把握住汉语诸要素在各历史时期的性质及其数量界限。我们的断代描写和历时研究也必然要陷在朦胧模糊的印象之中。从随意引证到定量、分析，是古汉语研究为走向科学化而迈出的重要一步”。[11] “定量方法对研究共时的语言现象意义重大，对研究历时的语言现象也同样重要。我们若能在频率、频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某种历时现象的频度链，那么对揭示这种现象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层次就有重大的意义。……运用定量方法来研究古文字资料的语法，在学者中已偶有所见，而在词汇方面，这种方法尚未引起重视，还有待提倡和推广。其实，在存疑的词汇问题中，有些只要采用定量方法，本来是不难解决的。”[12]
1. 以词量为定量研究的主要内容。
现有的词汇定量研究，涉及到的内容已相当广泛，有词语单位、词语结构、词义的产生与消失、词义义项的数量、词语的来源、同义词、反义词等等。这里的定量研究主要表现为词量的研究。词量指的就是词语在结构、单位、分布、使用等静态和动态中表现出来的数量、频率、范围的多少、高低、广狭，如词语数的量、构词能力的量、使用高低的量、结构方式多与少的量、语境语体的分布量等。词量的研究在词汇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语言的种种重要性质和特点，都会通过“量”上的高频、高见反映出来。愈是重要的、常见的词汇现象，愈是会有较多的“量”来体现它。但应该看到，当前对词量的反映仍较多地停留在一次性的直观统计，较少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数的分析，也很少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进行数值之间相关度、聚类分析等的分析。
1. 由手工统计向语料库使用过渡。
当前以词量为主要内容的定量研究，在大多数学者那里还主要是靠手工摘记卡片的方式来进行。这与研究者们的知识背景及掌握工具与手段的能力是密切关系的。许多人还不具备良好的数学知识，对统计学的方法和原理还相当陌生。王力先生晚年曾感叹过的两个遗憾之一就是没掌握好数学这一工具。这是一个时代的感叹，它在过去的几代人中有着相当的代表性。随着时代的演化，研究者们知识结构的改变，特别是电脑的普及，现在依靠语料库和统计软件来完成的词汇研究已经逐渐出现。如《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就在六百万字的汉语词语库的基础上，通过流通量与分布率的定量分析，论述了大陆、台湾、香港三地词汇使用的同异程度。[13]目前汉语词汇研究中运用统计学定量研究，开展得较好的是在方言词汇研究领域和语料库领域。
在方言学领域，已有不少论文运用统计学上的相关系数方法来分析方言词汇或方言语音，以达到了解方言分区之间亲疏关系的目的。尽管它们所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有的还停留在对方法本身的摸索、改进层面，但相比于其它领域的词汇定量研究，已经领先了一大步，显示出了统计学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前景。
在专题语料库领域，据朱小健先生的统计，在大陆建成的专书或封闭的专题语料库已有近10个。[14]笔者近两年来建设的“《现代汉语词典》数据库”，把这部有相当权威性、规范性的语文词典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总貌的一个缩影来进行计量分析，已完成了10余个专题的研究，对词汇学和词典学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定量的分析研究。[footnoteRef:1]建立封闭性的专题词汇语料库，小至某个专题、某本专书，大至某个断代，对于深化词汇研究，提高词汇研究的准确性和系统性，都是极有意义。这项工作已开始吸引了愈来愈多的词汇研究者投身其中，最近已有人在着手建设近代汉语的断代词汇语料库。[footnoteRef:2] [1:  正式刊出的有：《当代汉语变化与词义历时属性的释义原则——〈现汉〉二版、三版“旧词语”对比研究》，《中国语文》2001，（2）。《同形词与“词”的意义范围——析〈现汉〉的同形词词目》，《辞书研究》2000，（5）。《现代汉字的范围及其属性标注》，《汉字文化》2001，（1）。《“人”“机”分词差异及规范词典的收词依据——对645条常用词未见于〈现汉〉的思考》，《辞书研究》2001，（2）。《比喻义的训释与比喻义的形成》[J]，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5）.]  [2:  徐时仪《数字化建设与断代词典编纂》，第二届全国中青年辞书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1年4月24日，上海.] 

语料库领域的词汇计量研究，除了来自汉语词汇学界的外，还有一股力量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来自中文信息处理界的研究者，他们在进行汉语的自然语言处理时，一般都建有千万、亿万字规模的大型语料库。前者重在对封闭语料计量后的精加工，多深入到词义内在规律的探讨，后者则重在对海量词汇的词形研究，他们对数据库的高效率利用，往往能对词汇形式与结构各个方面的量作出很精确周全的分析。这股力量还未引起汉语词汇界的足够重视，相信一旦与汉语词汇研究界结合起来，将大大有助于汉语词汇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定量方法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已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必将对由来已久的定性式研究产生巨大的震动和推进，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凭作者语感，靠对语料摘取式的主观色彩浓厚的作法。它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肯定受到西方语言学定量方法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对自身研究传统中数量观念的继承与提升；词汇定量主要靠的是算术统计法，反映的多属数值与比率的直观关系，使用复杂的数学计算还不多，推理、间接的数值关系探讨也很少；针对汉语史中词汇问题研究的多，关于现代词汇的少；面向专书词汇的多，面向断代词汇整体面貌的少，面向辞典词汇的更少；选取容易封闭的书面语多，选取开放性的口语少。这就是汉语词汇定量研究的现状。
当前进行的这种汉语词汇定量研究，与外语学界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实验、实证、系数、加权的统计学定量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

二、汉语词汇计量研究中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围绕词量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词汇定量研究，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注意。
1. 选材要有代表性、典型性、封闭性。
定量研究的实质仍是通过对语料的典型取样、定量调查、深入分析，由此类推以达到认识同类语言现象本质的目的。因此，定量研究对语料的选取有着很高的要求，不同的语料在定量研究中会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如在方言近似率的定量研究中，是选取最高频的常用词，还是选取数量在几倍之多的一般词语；是以词为单位，还是以语素为单位，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15]在大型的词汇统计中，语料选取是否科学往往决定成败。这也就是《汉字频率表》之所以能在同类字表中做到后来居上，可信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footnoteRef:3] [16]在对现代汉语词汇进行总貌性的研究中，我们选取了《现代汉语词典》来作为建立数据库的材料，首要考虑的因素也就是它的语文性、规范性、普遍性与权威性。语料具有了代表性、典型性，才使科学结论的提出有了可靠的前提。定量研究对语料的另一个要求，就是语料的封闭性。只有封闭才能做到定量统计的穷尽、准确。建立《现代汉语词典》数据库时，发现同一个版本在不同印刷次数时，往往出现了局部的改动，或改释义，或增删词目。[footnoteRef:4]尽管这些挖版式的改动不涉筋骨，但对定量研究还说，毕竟会时不时带来拂不去的遗憾。这使我们在建立数据库的过程中，曾一度考虑光引用“版本”的概念可能还不行，还得加上“第几次印刷”。当因种种原因语料难以做到封闭时，随机采取就失为一个好办法。笔者几年前曾手工作过《现代汉语词典》的单、复音词载义量的对比。在全书中抽取了相隔固定页码距离的16页的共480条复合词来调查，发现每个词的平均义项数是1.308个。[17]这个结果离“大多数词语是多义词”的传统说法离得太远，总让人不太踏实。现在利用数据库来统计，发现全书45606条复音词的平均载义量是1.163，与原研究结论相去不远。可知随机取样得当，同样能收到全部语料封闭调查的效果。 [3:   李兆麟先生认为：“《汉字频度表》由于取样不恰当，选了‘文革’时期报刊上的许多文章作统计材料，科学技术书刊总字数在全部统计材料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汉字频率表》在统计时所用的语言材料及各类语言材料所占的比例是最恰当的，具有代表性、多样性和均匀性。”详见“参考文献”[17]]  [4:  如1996年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在1998年以后的印刷中在901页就新增了“母老虎”一词。
] 

1. 词汇标注的多角度与周遍性
要对词汇的语义、语音、语法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定量研究，少不了要进行词汇属性的标注。这是进行深入定量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环。而这些高强度的工作量、高要求的准确性在语料库中能得到轻易地解决。通用语料库能快捷、大批量地处理语言，在统计字量、词量、句型句量上往往有其独特之功效，但功能较为单一，分析结果的附加信息少，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经过再次处理。所谓再次处理，就是首要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属性标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处理词典》对动词属性信息的标注就达128项。[18]这是一部为计算机信息处理用的后台词语语料库，其实它本身又是人们对语言精心研究的结果。笔者在进行“同形词”的研究中，为了全面反映《现代汉语词典》中1302个、640组同形词的语法、语音、词义之间的同异关系，进行的标注达20多种。[19]所谓周遍性就是同一种标注要覆盖所有的语料，无论是有或无，或有的不同级别，都要加以标示，这样才能使语料库处理起来更为便捷、准确。
1. 切入语料的角度要准，理论融入定量分析的全过程。
语料的计量分析是定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成为这一研究最抢眼的地方。但这只是它的外部表现，不能以为只要把语料作了量的分析就完成了所有的研究工作。语料的量化工作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研究的意义，语料不会自动显示内在的价值。它只是理论研究的一种工具。定量研究中的语料选取、语料标注、量化分析，每一个环节都要依靠理论的指导，才会使定量研究获得生命力。要克服那种只有定量，没有理论，为定量而定量，满足于统计分析过程的纯形式化研究。如同形词是词汇研究中的一个老话题，人们多从词汇规范的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在进行这一专题时，发现同形词的切分在不同的研究者手下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的切分结果正是以不同的词汇单位表现出来的，这就引导我们思索：词与词之间的界限线如何划分？语义语音语法分别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各家不同划分同形词方法的优劣如何，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最后决定把研究的角度定为从把握“词”的意义范围入手。又如《现代汉语词典》（83版）有2492条词含有比喻义，使用了六种不同的训释方式。这些训释方式是否使用得当，相互之间有何联系，固然很值得词典学、释义学来研究，但更有意义的是它们反映的是什么不同性质的词义，由此把探讨的视角确定为释义方式与词义成分之间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从而发现《现汉》作为一部规范词典，它所反映的词义还包括了一部分富于生命力，处于形成过程，尚未定型的新词义成分。
以上几点有的体现了定量分析中的技术要求，而更多的是对定量分析方法本身的认识。定量分析能够很好地解决语料的处理、分析，直接融入论证过程之中，直接有助于研究结论的得出，但这毕竟属于语言研究技术层面的东西。它不能代替人们对语言规律的本质认识。它只有在正确的语言理性认识的指导下才会焕发出生命力。

三、实验方法不全等同于定量研究方法

	桂诗春、宁春岩先生的《语言学方法论》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它内容的丰富与系统，而它观点的极致也格外引人注目，就是特别强调了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54%的人使用的是简单的思辩性的方法，随机性很大。这些研究的成果难登大雅之堂”。 “难登大雅之堂”，[20]（Pⅲ）成为近20年来国内语言学界倡导计量研究之风中对非定量研究最严厉的批评。
	尽管这种批评加上了一些范围限定，指的是“我国的外语工作者”；对汉语学界则表示了相当的宽容，“对母语的研究，也可依赖我们对母语的直觉观察来进行思考，提出理论模型。但是对非母语的描述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却必须以数据为依归。而我们有80%的研究都是不依赖数据的”。[20]（Pⅲ）但这种严厉批评下的宽容仍使汉语学界陷入沉思：怎样的研究才算定量研究？汉语学界有没有定量研究？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有何不同的特点与效用？
[bookmark: _GoBack]	之所以会提出这些疑问和思考，是因为《语言学方法论》对定量方法有着非常严格的解释。它在“9.2.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作出了这样的论述：[20]（P212）
	定性方法
	定量方法

	1，自然观察
	操纵和控制

	2，现象学观点：“站在活动者本人的角度去了解人类行为。”
	逻辑实证主义观点：“对社会现象事实和原因的了解无需考虑个人的主观状态。”

	3，归纳
	演绎

	4，综合
	分析

	5，描述性
	推断性


对表中的5个区别点书中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论述。下面试看对第1点“自然观察——操纵和控制”的说明：
	自然观察
	操纵和控制

	1，观察面广，但分散
	观察面窄，但集中

	2，变量不加控制，有利于了解它们的复杂关系，但容易顾此失彼
	变量有所控制，有利于了解它们的因果关系，但容易简单化

	3，注意内容，但容易忽略形式
	注意形式，但容易忽略内容

	4，解释力强，但容易主观
	客观性强，但解释力弱

	5，接近现实，但时间长
	时间短，但人为的成分大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语言学方法论》所谈的定量方法其实就是“实验方法”或“实证方法”。因为是实验方法，所以要控制各种不同的实验因素和实验条件；因为是实验方法，所以事先要有实验方案，之后要有实验报告，并进行相互映证式的检验；因为有方案在先，检证报告在后，所以它属于演绎，属于分析，属于推断。
	实验方法当然属于定量方法的范畴。它考虑了研究对象较为复杂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运用了较为复杂的原理和手段来观察、再现这些关系。它通过模拟的方法，再现语例，并能对语例进行简化、分化，从而控制、观察其中的某个部分、某个因素的变化情况。它当属于定量方法中较为复杂、深入的层次。稍深入些的实验方法都要借助于数学，利用统计学原理，利用统计软件来处理实验数据。但能否得出只有实验的方法才属于定量方法的结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只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过“数”的系统反映，并通过“数”来再现语料的内在规律、特点，就都应该归属于定量研究的范围。这才是定量研究的真正含义。
“什么是定量分析方法呢？所谓定量方法，就是将处于随机状态的某种语言现象给予数量统计，然后通过频率、频度、频度链等量化形式来揭示这类随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性。”[12]
“定量研究方法，将所研究的现象的有关特征实行量化，然后对取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得出结论。该方法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体现了现代人们所推崇的科学精神。从根本上说，定量研究方法渗透着这样一个观念：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是可以被认识的；它们的各种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所以，定量的方法是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21]
这里对定量分析的解释是中肯的。当然，定量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定量研究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甚至有着难易、繁简不同的区别，这是无庸讳言的。
“按照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定量研究也进一步划为（1）使用描述统计还是推断统计；（2）使用实验方法还是非实验方法；及（3）使用单变项分析还是多变项分析。”[21]
“‘量化研究’将材料数据化。它的三个子类分别与研究设计、统计技术、变量个数有关（详见Henming，1986）。量化范式一般认为，实验性设计比非实验性设计更加严格，推断性统计比描述性统计更有概括力，多变量比单变量更全面。”[22]
尽管这里把定量研究中的不同类型分出了高下之别，但都把“非实验性”“描述性”“单变量”看作是定量研究中的一部分。
	不同类型的定量研究不仅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同的适用范围，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与短处。一般说来，算术关系反映出来的是对象之间较为简单的数学关系，它固然简单，但直观、明了，自然、真实。而实验方法中人为的作用太强，人工影响难以除掉，这就难免会影响到数值关系的客观性。如加权是统计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汉语学界在进行方言之间相似度的研究中就对此有过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主要不加权。方言定量研究结果应该是客观性的。如果加权，势必使结果带有主观性。方言内部各种特征的地位在定量研究中应该相等。”[23]有的则主张加权：“在一种方言里，有的词汇常用，有的不常用，使用频率不同的词汇对于方言之间的词汇接近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词频对词汇接近率的计量统计应该是很重要的参数。所以我们将以词频为基础的词汇组组频率作为权数。……单音节词中的语素负载这个词的全部语义和信息，语素重要性自然最大，权数也自然最大。”[24]这里我们不想对位居两极的说法作出评断，甚至也不想作略带褒贬之分的叙述，只想说明一点：任何一种具体的定量方式，要想绝对的完美是很难的，总会或多或少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或来自于客观，或来自于主观，或来自于过程，或来自于方法。因此，要想其中的一种方法绝对地超乎其它，是不可能的。不能因为有了实验方法的定量，就否认非实验方法的定量，甚至进一步把定量研究完全狭窄地定义等同于实验方法。
	汉语学界也有人持此绝对看法：“汉语方言定量研究应该定义为：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对汉语方言成分所进行的量的比较。在汉语方言学中，不是所有量的说明都是定量研究。简单的量的计算不是定量研究，只有进行量的比较才是定量研究。”[23]不过，定量研究所真正具有的含义与范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变移、缩小。如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在评价何乐士先生以“计数”为特点的定量研究时，就明确把它归之于定量研究之列：“大量的劳动和细致的分析使这篇文章成为一篇扎实的语言态研究和计量语言学研究”。[24]
近年出版了一本带有一定国际区域性的很严格的语言定量研究著作《汉语计量与计算研究》，共收论文21篇。我们对它的研究方法作了简要调查：

	国别（地区）
	研究领域
	撰写文本语种

	大陆：7
香港：5
日本：3
台湾：4
新加坡：1
美国：1
	普通语言理论：3
专题语料研究：11
中文信息处理：7
	汉语：15
英语：6


在用汉语撰写的15篇论文中，研究对象为“专题语料研究”的有8篇，其中使用了“词数”“句数”的计数式的定量方法的有7篇，7位作者分布的地区为：大陆2篇，美国1篇，日本2篇，台湾1篇，新加坡1篇。使用了统计学原理来作定量分析的只有1篇。可见，“计数”分析仍是定量研究方法中的重要一种。
定量研究方法不等同于实验统计方法；定量研究包括计数研究；“计数”方法与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各有各的作用；“计数”方法的运用与否依语料性质、研究目的而定，这些当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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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Chinese Lexicology

Abstracts: 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a conspicuous feature
in Chinese lexicolog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anguage is thus made mo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by means of analysis of language corpora, and the
characterictics of the language is better reveale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symbolized by the thorough
analysis of a specific book and the focus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iLiang carries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no conclusion can be reached
without listing ten examples" in the hisoty of Chinese studies, and it comes
into being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o the use of corpus from manual
operation.  The present writer also specifies that three aspects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he viewpoint that
quantitative analysis euqals experiment analysis put forward by METHODOLOGY
IN LINGUISTIC ANALYSIS is open for discussion.

Key Words:  Quantitative analysis, Chinese lexicology, corpus, 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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